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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经济学研究进展
*

李庭辉 黄子媚

摘要:心理健康经济学正成为健康经济学的重点关注领域。本文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基础

上,概述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过程。心理健康经济学围绕劳动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三个方向的心理健康问题开展研究。本文从劳动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效应、成本分析与干预

来阐述劳动经济学中心理健康研究进展;从心理健康的福利最大化、服务资源分配、成本效益与

干预分析来阐述福利经济学中的心理健康研究进展;从心理健康与国民收入、经济状况、引发的

经济成本效应来阐述心理健康与宏观经济关系的研究进展。最后,本文进一步讨论了未来研究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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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在他们的一生中会出现精神障碍,在综合医院就诊的患者中,三分之

一为心理障碍患者(Chesneyetal,2014;Steeletal,2014;Vigoetal,2016)。在此背景下,劳动者

心理健康引起了广泛关注,心理健康经济学研究呈现显著增长趋势。心理健康问题在国内得到高度

重视,但心理健康经济学研究的文献非常零散。同时,心理健康服务、企业生产率与劳工心理健康管

理、心理健康的经济影响等问题均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基于此,本文尝试在梳理心理健

康经济学发展的基础上,重点阐述劳动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的心理健康研究进展,并
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一、心理健康经济学发展阶段与研究方向

心理健康是指个体能够适应动态发展的环境,具有完善的个性特征,且其认知、情绪反应、意志

行为都处于积极状态,能保持正常的调控能力(WHO,2013)。尽管心理健康经济学是健康经济学

的一个分支,但其研究阶段与方向具有自身特征,即两个阶段、三个方向:20世纪初期至60年代为心

理健康经济学发展初始阶段,研究方向以劳动者心理健康管理为主;20世纪60年代以后至今为心理

健康经济学的快速发展阶段,研究方向涉及心理健康政策与行为、心理健康宏观管理两个方面。
(一)劳动者心理健康管理研究阶段

20世纪初期至60年代是心理健康经济学发展的初始阶段,其研究侧重于劳动者的心理健康管

理,经济学的研究多与企业管理相关联。20世纪初期,国外研究者对劳动者工作压力及其管理开展

广泛研究,涉及劳动者因压力过大引起个体身心疾病、组织效率降低等突出问题。在初始阶段,两个

代表性事件促进了心理健康经济学的发展:其一,1908年佛兰克·帕森斯在美国波士顿组织推广的

职业指导运动;其二,1924—1932年间以梅奥为首的霍桑实验。在这两个代表性事件的推动下,20
世纪40年代开始,一批应用心理学家深入到美国企业,为企业管理者和员工提供关于个人心理管理

与帮助的专家解决方案,即员工帮助计划(EAP)。基于此,许多研究者将劳动经济与心理健康结合

研究,即将企业劳动生产率、工作场所、失业和提前退休等与劳动者心理健康管理结合研究;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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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P也将企业劳动生产效率等内容一同考虑到其中。
尽管劳动者心理健康管理研究属于心理健康经济学研究的起始阶段,并且研究不聚焦,但是该

阶段研究的一些内容是其后续研究的重要部分之一,如心理健康的社会成本问题等。Thomas&
Morris(2003)从劳动经济学角度,以英国为案例研究了劳动者因抑郁而旷工的成本。Greenberget
al(2003)将心理健康问题引起的成本分为三类:包括直接成本、与抑郁症相关的自杀引起的死亡率

成本、与职场抑郁症相关的成本,并据此利用相关数据对成本进行了测算。McTernanetal(2013)在
澳大利亚两个州进行了基于人口的电话调查,通过访问获取关于工作中心理健康问题的数据。他们

利用这些数据,一方面研究劳动者工作压力和欺凌对抑郁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工作压力和欺凌对

生产率造成的损失,并研究其影响路径。心理健康问题给社会造成了巨大负担,而劳动者在工作场

所中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造成的负担尤其突出,因为这涉及企业组织效率、劳动者个人的心理健康

管理等。心理健康问题也是劳动者旷工、出勤、病假、工作事故、失业和提前退休的主要原因。
在劳动者心理健康管理阶段,心理健康经济学研究只是属于起步阶段,所以心理健康研究占主

导地位。心理健康涉及精神病学、心理学、职业治疗等多个学科。心理健康经济学涉及的主要内容

是心理健康管理和指导所付出的成本,企业也逐步从职业指导开始扩展到社会指导与心理保健。随

着精神保健从基于医院的模式向社区保健模式的转变,特别是这种转变增加了服务和干预的覆盖面

和可用性,健康经济学成为指导精神卫生政策和评估精神卫生干预成本和效益的有力工具。20世

纪60年代以后,心理健康经济学迅速发展。阿罗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Arrow,

1963)的发表标志着健康经济学开始正式作为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以此为基础,心理健康经

济学研究内容从劳动者心理健康管理逐步扩展到心理健康行为与政策、心理健康宏观管理两个

方面。
(二)心理健康行为与政策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后,心理健康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是心理健康行为与政策,心理健康行

为研究重点是将心理健康与劳动经济学结合,研究行为经济学下的人力资本等问题;心理健康经济

政策研究则将心理健康与福利经济学相结合。
心理健康经济学初始阶段的企业EAP计划等研究阐述了劳动与心理健康问题之间的关系,但并

没有将心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中的构成要素。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认为

心理健康经济学应将心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中的构成要素,进而研究该要素与企业生产效率等的关

系;同时也把心理健康等纳入消费者效用函数中。例如,Mushkin(1962)明确提出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

的构成部分。Becker(1964)认为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

的消费品,即将心理健康纳入家庭消费者的效用函数。Grossman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进人力资本

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这些研究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Grossman(1972)认为健康资本能够

通过生产健康时间来增加消费者效用,所以心理健康可以作为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且
存在折旧问题。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

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Grossman(2000)还对纳入健康的人力资本模型进行了三方面的扩展,即
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加入不确定的影响、引入共保率。

心理健康经济政策研究则是将心理健康与福利经济相结合:一方面在EAP计划基础上高度关

注职工心理健康;另一方面将全社会福利和企业员工福利结合考虑。福利经济学在这两个方面中更

加关注社会福利和企业员工福利的结合。社会福利关注社会目标的实现程度,是一些公共卫生政策

关于如何分配资源以产生最大社会福利的决策基础(Baujard,2013)。福利经济理论的应用意味着

社会中个人作为一个群体的福利被考虑(Slothuus,2005)。尽管心理健康是个人福利问题,但心理

健康对企业效率、社会成本等均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进而影响全社会福利。心理健康政策研究与

其他产品市场研究存在显著差异,其原因在于心理健康不是商品,存在市场失灵。由于疾病结果和

治疗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信息不对称,使得医疗保健领域存在市场失灵,导致不完全竞争和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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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领域的市场失灵和不完全竞争,导致医疗保健市场不符合完全市场竞争原则,卫生部门不

能够使用竞争激烈市场的监管方式进行监管,需要通过非市场机构对非完全市场竞争的低效进行纠

正(Borgesetal,1963)。OCampoetal(2015)考察了2000—2013年间不同福利国家的失业保险政

策,发现失业保险政策对贫困和健康的影响与人们的预期具有强关联性,因此,同样的失业保险政策

对人们的心理健康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Lietal(2021)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中国省级社会

经济福利因素与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老年人的医疗福利也与抑

郁症呈正相关。Chisholmetal(2016)使用 OneHealth工具的心理健康模块,计算和模拟2016—

2030年间36个国家的治疗成本和健康结果发现,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企业,劳动者心理健康均会产生

相应的成本,而企业EAP计划则是从微观角度减少心理健康成本的方式之一。
(三)心理健康宏观管理

心理健康宏观管理从资源配置管理、心理健康与经济之间相互关系这两方面开展研究。其中,
资源配置管理的核心仍然是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但心理健康政策管理中面临的基本问

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对于个人来说,心理健康消费是不确定的,它总是高度集中于一部分人

身上。在这种背景下,大部分人的风险规避意识会导致道德风险的形成,进而引发医疗资源的过度

需求。同时,这种过度需求并不能够通过价格进行调整,1974年美国联邦政府委托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执行的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表明,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心理健康需求中

的道德风险。道德风险与健康服务市场的结构具有强关联性,在心理健康政策管理中需要针对市场

结构调整医生行为,避免道德风险。在心理健康管理中,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
以下简称PID)也是管理中具有争议性的主题。Evans(1974)强调医师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

形成心理健康保健等引致需求,进而导致医疗的负效用,并形成心理成本。Stano(1987)分析认为,
“引致”与广告效果一致,有其实质的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医生存在将“广告效用”最大化

或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多种可能。医生引致需求现象有着重要的政策内涵:控制医疗费用增加的政

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同时还要搭配医生引致需求层面政策。
心理健康管理涉及许多宏观成本,相应地,心理健康与宏观经济的影响成为其研究重点内容之一。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进一步推进了心理健康的经济影响研究。Lietal(2020)等研究发现,信贷周期与主观

幸福感具有非常强的关联性,且预期寿命、慷慨程度等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中介效应。Huangetal(2020)等
研究发现,国民收入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体现在对不同类型心理健康、不同收入水

平和心理健康影响的具体机制三个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开始,利益相关

方、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一直在讨论增加全球精神健康保健投资的必要性。精神障碍会对社会和

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也是影响幸福感和生产率的主要原因之一(Doran&Kinchin,2020)。心理健

康状况对生活的所有领域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当心理健康出现异常时,劳动者在学校或工作的

表现、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以及参与社会的能力均受到影响。精神障碍也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

负担。心理健康资源的短缺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预期寿命的增加和医疗费用的指数增长

等诸多因素都在推动着人类对医疗卫生和心理健康需求的增长。心理健康经济学的目标不是降低

医疗成本,而是优化医疗成本和收益,以实现资金的最佳价值(Razzouk,2017)。心理健康经济学能

利用经济学理论评估稀缺资源是否有效地利用,进而进行合理的心理健康资源配置。LaMontagne
etal(2014)通过经济学、医学、公共卫生和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工作场所的干预措

施,以预防工作人群的心理健康问题。

二、劳动经济学中的心理健康研究

随着社会对因压力过大引起的劳动者身心疾病和组织效率降低等问题的广泛重视,对劳动者心

理健康进行了广泛研究,这类研究整体而言属于劳动者心理健康行为与政策研究内容。其具体研究

领域体现在劳动者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和效应分析以及管理成本的分析与干预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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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者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因素

劳动者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工作环境、心理资本、劳动者个人身体状况。

1.工作环境。工作环境是劳动者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主要体现在劳动者工作中

的压力、劳动组织和职场欺凌三个方面。首先,劳动者工作压力与心理健康问题存在正相关关系。

Karasek&Theorell(1990)通过构建工作需求控制(JDC)模型,阐述了工作压力对劳动者心理健康

的影响及其机制。根据JDC模型,劳动者能应对短期内面临的工作压力,但当长期面临工作压力时,
员工将缺乏适当激励来激发相应行为以适应工作压力,从而增加残余压力,进而对身心健康产生有

害影响。McTernanetal(2013)从心理社会安全角度解释了工作压力对心理健康风险的影响,并通

过研究社会安全与工作环境,特别是与工作压力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析了工作压力作用于心理健

康的机制。其次,劳动者对组织效率的满意度成为心理健康风险的来源之一。劳动者满意度低的组

织很少关注劳动者心理健康和劳动者的工作需求。此时,劳动者工作需求与企业管理者的关注形成

矛盾,即劳动者工作需求很多,但劳动组织帮助劳动者应对工作需求的工作非常有限。当企业组织

较少关注劳动者工作需求和满意度时,员工的组织行为被忽视,进而对员工的心理健康造成较大影

响(Kuroda&Yamamoto,2019;Salyersetal,2013)。同时,相关研究充分证明了劳动者对工作环

境的消极预期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双向影响。例如,劳动者对组织满意程度低(Dollardetal,2012;

Idrisetal,2012;Lawetal,2011)、组织对劳动者关注程度低(Lawetal,2011)等均会对劳动者心

理健康风险产生显著影响,而心理健康出现问题反过来也会影响劳动者对组织的满意度等。最后,
职场欺凌是导致劳动者产生心理健康问题一个重要因素。它包括贬低、挑选和孤立目标同事

(Vartia,2001),是一种特别严重的心理社会风险,通常被认为是抑郁症的先兆。Semmeretal
(2007)系统阐述了欺凌和抑郁之间的关系,认为欺凌直接威胁到劳动者,会使其产生极大的心理压

力,这种心理压力成为劳动者抑郁的重要原因之一。Bowling&Beehr(2006)认为职场欺凌是对一

个人自我形象的威胁,进而导致抑郁。职场欺凌和抑郁之间关系不仅在理论层面得到充分的说明,
在实证研究中也得到充分论证。如Quine(2001)以护士职业为研究对象,Vartia(2001)以市政工人

为研究对象,均实证研究了职场欺凌与心理健康危机的关系。研究结果均发现,职场欺凌能增加抑

郁等心理健康风险。同时发现,工作环境缺乏预防和管理欺凌的政策会加剧和助长职场欺凌现象,
进一步加剧劳动者心理健康危机。Tuckeyetal(2009)研究了职场欺凌与心理健康危机的机制,结
果表明职场欺凌对劳动者心理健康影响程度与工作压力具有关联性,原因在于高工作压力会加剧资

源竞争,加强工作目标挫折,增加压力和人际冲突的可能性。

2.心理资本。心理资本也是引发劳动者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它是指一个人以适当的

方式使用所有内在资源(认知、情感和行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并为他人需求做出贡献的能力(Ho,

2012)。Aveyetal(2009)从员工心理出发测试心理资本,并以此研究员工工作压力与自愿离职之间的

关系,发现员工工作压力与自愿离职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Aveyetal(2011)对心理资本进行荟萃分

析表明,心理资本与良好的员工态度(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心理健康)、良好的员工行为和多种绩效测

量(自我评价、主管评价和目标)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发现,心理资本与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员

工态度(离职意向、工作压力和焦虑)和行为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劳动者心理资本通过多种途

径影响劳动者心理健康,如劳动者不适应工作要求导致的过度紧张和心理健康异常;劳动者不胜任

本职工作而导致的心理健康异常;劳动者因不满意工作的性质而引起的烦恼、焦虑、情绪不安、注意

力分散等导致心理健康问题;劳动者还可能由于不适应生产环境等主观因素导致劳动者产生心理健

康问题。Estirietal(2016)以伊朗公立医院的护士为样本研究了心理资本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同样

发现两者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这些正向促进作用有利于提升医院运行效率。与其他研究样本

不完全一样,Aveyetal(2010)使用面板数据研究了积极心理资本(positivepsychologicalcapital)对
劳动者幸福感在时空两个维度的长期影响,结果表明,积极心理资本对劳动者幸福感具有正向促进

作用。Krasikovaetal(2015)以1889名美国陆军士兵为样本,将心理资本的影响扩展到药物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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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心理资本较高的士兵来说,在作战等相关部署前后期,其心理健康并没有发生显

著变化,也不存在药物滥用问题。该项研究同时发现,心理资本对心理健康诊断的影响受士兵整体

健康感知的调节。Yu&Li(2020)研究发现,心理资本能调节工作—家庭冲突与焦虑、抑郁症状的关

系。比如,心理资本是改善矿工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径,因此,管理者应加强企业组织对心理资本的支

持和投资,以改善矿工的心理健康。

3.劳动者个人身体状况对心理健康问题也会产生影响。Ohrnbergeretal(2017)分析指出,劳动

者过去的身体健康状况会对后续心理健康产生显著影响,影响机制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渠道。Nakay-
amaetal(2001)认为个人的身体健康习惯会对心理健康产生显著性影响。上述文献分析更多从心

理预期等角度阐述,在本质上也可以归入广义心理资本范畴。
(二)劳动者心理健康问题的经济效应

劳动者心理健康问题产生的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影响组织效率和引发社会成本两个方面。
从劳动者心理健康问题对组织效率的影响来看,劳动者心理健康危机影响了企业组织运行效

率,进一步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劳动者能拥有良好心理健康状态是高效和有竞争力的生产力

的基石。良好的心理健康会使其更有韧性,更有能力克服障碍,能更快和更好地适应生产需求的变

化,更好应对不确定性对社会生产的冲击,进而有利于企业和社会的稳健运行。当劳动者出现心理

健康问题时,往往会导致出勤率低下、企业会因为雇佣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劳动者而造成损失、生产效

率低下等问题,这些影响会阻碍社会经济的生产力发展。Bubonyaetal(2017)分析了心理健康与劳

动者旷工、出勤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报告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工人中,缺勤率大约高出5%。心理健

康状况不佳的劳动者出现旷工和出勤率低下时,往往与劳动者失去动力、同事之间冲突、与客户关系

恶化、自我价值感不强等有强关联性,这些都会降低企业运行效率。McTernanetal(2013)对澳大利

亚的两个州进行了电话调查及其跟踪随访,根据其调查样本的研究结果发现,劳动者心理健康不佳

会给企业生产和劳动者医疗支出两个层面带来损失。患有临床和亚临床抑郁症的劳动者(由于病

假、缺勤或低效出勤)造成的生产力损失达到80亿澳元;同时,为了对劳动者心理健康问题进行治

疗,企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尽管这些成本可以通过治疗心理健康防止劳动损失得到一定补偿,但事

实上使得企业承担更多的成本。此外,心理健康不佳还会对工作效率产生影响。Hiltonetal(2010)
研究发现,劳动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困扰,其中9.6%的员工有中度的心理困扰,4.5%的员工

有较高的心理困扰。心理困扰程度与企业生产率呈现显著的反向关系,且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具有

一定差异,尤其在全球经济危机阶段表现得更为显著。Rost(2005)研究了劳动者抑郁的治疗与工作

效率的关系,发现可以通过对劳动者心理健康的治疗来保证劳动者工作效率的提高。企业治疗劳动

者心理健康可以为其节约每人每年1982美元,同时每人通过减少缺勤节省619美元。Chisholmet
al(2016)通过对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劳动者治疗成本与企业获得收益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在抑郁和

焦虑治疗上每花费1美元,可以获得4美元的回报,进而显著地提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此外,劳动者的心理健康问题会引发社会成本,包括直接和间接成本(Hoedeman,2012;LaM-

ontagneetal,2014)。劳动者心理健康问题产生的直接成本具有显示性,故容易分析和测算;间接成

本更多地来源于隐性影响,研究范围相对广泛。从直接成本来看,心理健康问题引发的成本包括直

接医疗成本、直接非医疗成本和非正式医疗成本等。为了治疗心理健康疾病,国家或个人需要支付

巨额的卫生保健费用,对社会产生直接成本。Oliva-Morenoetal(2009)在研究精神疾病对社会经济

的影响中,使用心理健康发病率数据对成本进行了估计,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西班牙精神疾病直

接医疗成本占总成本的39.6%,公共医疗成本占总成本的7.3%,非正式医疗成本占总成本的

17.7%。从间接成本来看,心理健康问题引发的成本包括劳动者因健康问题引发的旷工、失业、索
赔、劳动效率损失等。Dewaetal(2007)研究发现,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劳动者旷工和失业的概率均

高于正常的劳动者,精神疾病患者的失业率从30%到52%不等,相对于心理健康的劳动者,其就业

机会减少11%,导致其年收入相应减少20%以上。此外,许多伤残索赔也由精神障碍引起,如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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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1/3的伤残索赔是由精神障碍引起的。心理健康异常的劳动者失业、索赔等进一步导致企业劳动

效率的间接损失,Oliva-Morenoetal(2009)研究发现精神疾病引发的劳动生产率损失占总成本的

42.7%。在美国,39%的严重残疾津贴索赔人是精神障碍者(Huxley& Thornicroft,2003)。还有

相关文献对比研究了劳动者心理健康问题引起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劳动者的心理健康问题对

整个社会造成的成本相当于欧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3%~4%,远大于与治疗和卫生系统利用相关

的直接成本。例如,在英国,因抑郁而旷工的成本估计是直接成本的23倍(Thomas& Morris,

2003)。在美国,62%是由于缺勤、低效出勤和失业造成的间接成本是直接成本的4倍(Greenberget
al,2003)。Bloometal(2011)使用产出损失价值或经济增长方法,估计了2011—2035年间由精神、神经

和药物使用等心理健康问题引发的对全球经济的累计影响,其损失约为16.3万亿美元。心理健康问题

造成的全球疾病负担超过了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癌症和糖尿病带来的疾病负担。
(三)劳动者心理健康管理成本分析与干预

劳动者心理健康管理包括对心理障碍的劳动者治疗等成本分析和心理健康问题干预两个方面。
劳动者心理健康管理成本分析方法包括自上而下法和自下而上法。自上而下法以资源消耗的

总成本为出发点分析心理健康成本。在分析与核算过程中,将总成本区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
其核算数据均从管理数据库中回溯而得。自上而下法非常容易评估短期内的固定成本(如人力资

源),但对于可变成本的评估相对较难。自上而下法评估可变成本较为困难,一方面是可变成本因素

较多,而考察较多因素的可变成本将花费过多时间,且不一定与心理健康成本相关。另一方面是可

变成本异质性强,使得测算的可变成本不准确,例如药品等项目因病人而异,差别太大(Drummond
etal,2007)。而自上而下法评估心理健康成本的优点在于从管理数据库回溯数据,在数据基础上相

对可靠。自下而上法是通过搜集资源消耗的所有微观个体数据,进而将单个微观成本加总核算得到

总成本。其优点在于能够使用在管理数据库中难以获取的差异化数据,因为在成本计算中,涉及病

人、家属、保健专业人员或医疗记录收集服务消费频率的数据(Razzouk,2017)。在医院环境中,卫
生专业人员和医疗记录的信息经常缺失,使得其数据可靠性不足。基于此,从下而上的经济健康成

本分析从病人和家属中收集的数据质量优于保健服务机构提供的数据(Byfordetal,2007)。当然,
来源于病人和家属数据可能存在记忆偏差,而通过日记方式搜集其数据可以将记忆偏差最小化(By-
fordetal,2003)。Broulikovaetal(2020)使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分析了捷克住院病人和社区精神卫

生服务的单位成本,为捷克的精神卫生改革提供了信息和决策支持。Carvajal-Arangoetal(2021)采
用自下而上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评估和识别建筑工人的幸福感,并进一步分析了幸

福感的影响因素。自下而上法能够充分考虑患者之间的成本差异,但由于其搜集的数据更多依赖于

病人或者家属,故时间成本更高。
在经济学研究中,不仅需要考虑直接成本,还需要考虑时间等机会成本,相应地,经济学研究通

常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法的优势,根据数据的可用性和分析成本的可行性,创造出了一

种混合方法。在对劳动者心理健康成本分析与评估过程中,管理者和研究人员在选择评估成本的方

法时通常会全面考虑其目的、方法、特点、优势和劣势等;在分析劳动者心理健康成本时,应该考虑到

机会成本在产生更多收益方面是否比直接成本更有价值。劳动者健康的增加往往表现为其预期寿

命的延长和发病率的降低,但它也会导致对保健服务的支出减少。Garrisonetal(2010)以投资一种

新药的研究和开发为例,充分说明了心理健康成本的多重考虑。他们认为新药投入的市场交易不仅

应使制药业获得利润,而且还应改善健康和个人生活质量,最终使效用和福利最大化。
对劳动者心理进行干预是预防劳动者心理健康危机的一个重要内容。有效的干预措施可预防

劳动者心理健康疾病,以便在可持续的工作环境中形成良好的心理健康习惯与行为。其主要包括提

供专门治疗、支持性就业及支持性住房等。就专门治疗而言,针对精神症状造成的损害提供专门治

疗是有效的干预措施之一。企业通过各部门提供专门的干预措施治疗心理健康问题和由此造成的

精神障碍等,可以使劳动者获得更高的心理资本,进而有助于劳动者有效地重返工作岗位。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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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的专门治疗对劳动者、雇主和整个社会都会产生利益。劳动者个人层面的利益包括增加劳

动者收入和提高工作满意度以及改善整体健康状况等。企业层面的利益方面包括员工保留、减少缺

勤、提高生产率和绩效等。社会层面的利益包括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减少社会各方面的成本

等。支持就业是一种成本效益高的干预措施。通过支持就业可以减少对精神病院的使用,减少心理

健康防疫和精神卫生支出,同时也能够稳步降低精神保健成本。支持就业直接帮助有心理健康问题

的人找到合适的工作,并支持他们在工作中取得成功。Drake& Wallach(2020)认为就业在心理卫

生保健中至关重要。失业会恶化心理健康,而就业可以改善心理健康。他们认为支持性就业是一种

循证干预,可以帮助大多数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劳动者在有竞争力的就业中获得成功。与大多数心理

健康治疗不同,就业使劳动者自力更生,并产生其他有价值的结果,包括获得自信、学会尊重他人、增
加个人收入和融入社会。它不仅是一种有效的短期治疗,还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对心理健康系

统的依赖。支持性住房也是对心理健康问题进行有效干预的措施之一。Rudoleretal(2018)对多伦

多成瘾与精神健康中心住院治疗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进行了考察,将其住院精神卫生保健的成本与

高支持住房成本进行比较发现,与住院治疗相比,高支持性住房计划节省了成本。
除对干预措施进行研究外,一些文献对干预效果进行了比较分析。Basuetal(2012)从社会角度

对不同心理健康干预(即提供住房和病例管理项目)方法的有效性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应针对特定工

作环境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LaMontagneetal(2014)认为特定工作环境制定的干预措施并不是最

有效的心理健康干预方法,因此提出了既注重消除与工作有关的压力因素,又注重发挥工作的积极

方面和工人的积极能力,以惠益劳动者心理健康多方面的综合干预方法。在干预战略上,避免暴力

和骚扰以及应对压力的各种措施可以促进劳动者形成良好心理健康,预防心理健康危机,避免心理

健康问题对工作环境和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三、福利经济学中的心理健康研究

福利经济学中的心理健康研究属于心理健康行为与政策管理范畴,其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心理

健康服务资源配置问题和心理健康效益评估与分析方面。
(一)心理健康服务资源配置

心理健康服务资源配置的目标是实现心理健康最大化(Razzouk,2017),即一方面要求降低在

心理保健和改善等领域的支出成本;另一方面要求增加心理健康等方面的福利。心理健康服务成本

的降低表现为降低医疗保健等直接成本;心理健康福利增加往往表现为延长预期寿命和降低心理健

康疾病的发病率。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以效率为主,而福利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更兼顾效率与公平

(Razzouk,2017)。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等的均衡是以效率为主的经济学资源配置的重点研究内

容;资源配置效率和资源配置中的利益多重性是福利经济学中心理健康服务资源配置研究的重点内

容(Baujard,2013)。心理健康资源配置效率的目标是指实现公众偏好最大化,利益多重性则是从个

人的预期角度研究公平问题,这一点也与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最优化有所差异。

1.心理健康资源配置效率是指心理健康资源投入与收益之间的比值。心理健康资源配置效率

达到最优状态要求以最低的成本提供特定的心理健康服务,或从给定的预算中获得最大的心理健康

收益(Knapp,1999),主要用于判断资源配置效率的状态,或者判断在特定的预算范围内的成本是否

合理(Kluge,2007)。福利最大化是在完全市场竞争下获得的配置效率的产物(Rothbard,1997),而福

利经济学中的心理健康资源配置效率将经济效应最大化与心理健康服务价值最大化有机结合起来,拓
展其在心理健康领域的应用。心理健康领域配置效率与医疗保健系统运行目标直接关联。医疗保健

是心理健康的贡献者,心理健康本身又是更广泛的福利贡献者,故医疗保健目标可以延伸至心理健

康改善以外的更广泛的社会目标。
心理健康资源配置的目标包括公平性与社会性。从公平性来看,心理健康资源配置的总目标是

全社会心理健康收益最大化,符合公众对心理健康的预期,这一点与市场化的经济效率有差异。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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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从市场运行效率来看,将精神健康服务专家集中在一个地方可能会提高生产效率,但从心理健康

配置总目标来看其并不一定最有效,因为心理健康服务资源配置要求社会公众预期有效。精神健康

服务专家的集中可能妨碍某些特定群体获得服务,对另一些人造成不利影响。心理健康资源配置要

求考虑更广泛的社会福利,不仅与心理健康系统的总目标有关,而且与社会福利或正义的更广泛目

标有关。从社会性来看,心理健康资源分配需要与社会其他目标相关联。心理健康资源配置需要解

决社会问题,包括心理健康不平等、促进对个人自主权、尊严和病人偏好的尊重,甚至包括与特定技

术的道德要求的生物伦理问题(Schokkaert,2015)。在全球政策议程中,心理健康资源配置目标范

围更为广泛,不仅要求恢复精神健康症状,还要恢复社会角色和社会公众参与,更需要恢复具有心理

健康危机的人员在社会领域和工作场所获得相应地位的机会(Razzouk,2017)。

2.心理健康服务资源配置的利益多重性是由心理健康服务交易利益主体多重性决定的。在一

般均衡且完全竞争框架下的商品与服务市场交易大都只涉及买卖双方的双边交易。但在心理健康

资源配置交易中,第三方支付者、公共法规和政府精神卫生机构都参与了心理健康部门的交易,即在

心理健康资源配置过程中不仅会涉及心理健康服务的生产和消费两个主体,还涉及政府精神卫生机

构等。心理健康服务市场的复杂性源于依赖自由市场分配心理健康保健资源时产生的各种缺陷

(Frank,1990)。在精神卫生领域的交易中,不同的利益主体拥有不同的利益。心理健康服务资源

的目标包括三个:为其客户提供高质量服务、最大化本部门的收入(或专有供应商的利润)、为本部门

员工创造一个好的职业发展环境(Razzouk,2017)。心理健康服务资源消费者的目标是确保个人福

利达到最大化,即根据个人偏好获得心理健康服务效用最大化。因为个人的体验和经历甚至文化价

值等都对幸福感的获得产生显著影响,故心理健康服务效用最大化在不同个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政府精神卫生管理机构的目标是确保其负责的资金得到适当使用,进而使得资金发挥最大的社会效

应。在涉及的三个利益主体中,如果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的目标被不加限制地追求,那么在很大程

度上会与其他利益主体目标发生冲突。如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根据自身目标提供高质量服务则需

要配置过多的资源用于专业发展和便利设施。此时,法规、支付方法和外部质量控制则成为心理健

康服务提供者的高成本,政府精神卫生管理机构的社会效用最大化目标也很难实现。Neiletal
(2003)回顾了澳大利亚在心理健康质量方面的支出,讨论了心理健康资源配置和干预选择决策的影

响因素。研究发现,澳大利亚的心理健康治疗的服务使用和支出模式存在不平衡现象,包括过度依

赖住院治疗,资助的社区住宿水平低,提供社会心理治疗、康复和资助就业方案的不足等。另外,心
理健康服务资源配置应该考虑治疗效率、公平和人道主义,而不是疾病负担的差异。Callahan(1999)
认为基于传统的功利主义、成本效益、道德和政治论点对心理健康服务资源进行配置是困难的,提出

了基于医学目标配置心理健康资源的方法。该方法要求心理健康服务资源配置更多地强调减轻痛

苦和照顾那些无法治愈的人等长期医学目标,而配置心理健康服务资源不完全取决于有效医疗保健

支出标准。这一方法拓展了心理健康服务资源配置效率的内涵,即认为医疗保健支出的效率理念应

该适应于医疗目标,而不是让这些目标适应于效率。

3.心理健康服务资源配置决策包括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从宏观层次来看,心理健康服务资源

配置的目标是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即服务资源分配满足一般公众偏好,这种一般的公众偏好并不能

够使得全社会每个人都实现个人的偏好最大化,而是社会总福利最大化(Garrisonetal,2010;

Smith&Barnett,2003)。宏观层次的心理健康资源配置决策以公共决策为基本出发点,心理健康

的效果是不容易衡量或可见的,故对个人心理健康状态的强异质性并不加以重点考虑(Brazier,

2008;Chisholmetal,1997)。同时,精神疾病影响判断、选择以及偏好表达,个人心理健康信息并不

能够捕捉个人的精神健康结果,因而在进行宏观决策时很少考虑异质的心理健康问题(Chisholm &
Stewart,1998)。从微观层面来看,心理健康服务资源配置依赖个人的福利观,即心理健康最大化目

标是根据个人的偏好实现福利最大化,关注所有个人偏好之和的最大化。所有个人偏好之和的最大

化是个体根据自己的判断,表达产生更多快乐和满足的结果偏好和渴望是什么,但从社会总福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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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并不一定使得全社会福利最优(Drummond& McGuire,2004)。
(二)福利经济学中的心理健康效益评估与分析

福利经济学中的心理健康效益评估涉及心理健康效益评估和效益分析两方面。

1.心理健康效益评估。心理健康效益评估理论存在差异的核心在于对福利的定义不同。根据

对福利定义的差异,心理健康效益理论可区分为福利主义和非福利主义。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效益

代表消费者的相关利益(Gafni,1997),在心理健康经济学中具体分为三个主要类别:心理健康效益

(如临床症状得到改善),综合健康效益(通过估计效用,如QALYs,质量调整生命年)及货币化评估

的健康效益(效益通过货币价值表示)。福利主义认为效益是以货币衡量的,进而对货币化的福利效

益进行评估,即福利主义者评估价值偏好的货币条件;非福利主义认为效益是公众的多数偏好,在效

益最大化评估中应该以偏好为基础,即非福利主义者评估价值偏好的效用(顺序水平根据偏好强

度)。两者都以结果(健康或福利)最大化为目标,使用偏好评估效益。以福利主义为出发的评估中,
条件估值(CV)、愿意支付方式(WTP)和离散实验选择等均为主要因素。CV法以心理健康服务所

产生的社会效益为基础,通过直接调查获得治疗心理健康效益和健康状况的货币价值(Dieneretal,

1998)。WTP方法是基于个人对心理健康产品或服务表达的偏好及个人在真实市场中的行为两个

原则来评估其所获得的效益,同时效益以货币方式进行计量(Klose,1999)。其符合经济原则的福利

理论,能更全面地捕捉服务消费主体的效益,在政策决策中更容易解释。离散选择实验与 WTP的

方法原理是一致的,只是其通过实验方式获取数据。非福利主义方法是基于偏好对心理健康效益进

行评估,但偏好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中存在差异,如公众、患者和专家的偏好存在显著差异。在非福利

主义的方法中,经济评估的效益被分为两大类:一类不基于客户偏好(所谓的衡量标准),评估的标准

衡量方法是基于特定和非特定心理健康疾病症状的量表。另一类基于客户偏好(所谓的价值),评估

结果价值的方法有标准博弈法、时间权衡法、评分量表和比例量表。
在心理健康领域,结果并不仅仅侧重于疾病症状,而更多的是侧重社会甚至全球的相关功能。

这是因为心理障碍会减弱社会主体的社会功能与全球功能,包括工作、休闲和人际关系的能力。因

对最相关结果的明确定义和一致性缺乏共识,且相关结果有时是无形和难以衡量的,故心理健康结

果的性质相当复杂。精神障碍还会产生与健康无关的负外部性,如旷工、教育失败、对社会福利的更

多需求以及更频繁的污名化行为。所有这些外部因素不仅会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会阻碍其过

上正常的生活,具体包括不能作为公民参与社会活动,不能为社会的发展和创新做贡献,不能创造财

富等。因此,心理健康效益不仅是健康,还包括福利、机会、公民身份和生产力等(Brazier,2008)。

2.心理健康效益分析。福利经济学中的心理健康效益分析往往通过对比方式实现,即对最大化效

益进行评价,并进行比较分析,通过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争性替代方案的成本和结果以验证效益是

否超过成本(Byfordetal,2003),进而在实践中选择最优方案。由于度量健康的尺度是货币单位,所以

卫生部门通过成本效益和成本效用分析,将经济原则调整为福利以外的方法,以便最大限度提高健康

效益,并指导公共卫生资源的分配。福利经济学中的心理健康效益分析方法均基于成本效益的对比,
主要包括五类:成本效益分析 (cost-benefitanalysis)、成本效果分析(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Byford&
Sefton,2003)、成本效用分析(cost-utilitiesanalysis)(Luytenetal,2016)、成本结果分析(cost-consequences
analysis)和成本最小化分析(cost-minimizationanalysis)。其主要差异在于不同类别的对比或者追求目标不

同。成本效益分析是从成本收益出发,在成本一定情况下使得福利最大化。这种方法具有两个基本

特征:以货币单位评估收益;假定收益始终大于资源成本。该方法最大化效益目标是在心理健康资

源一定的情况下使得货币计量的社会福利最大化(McIntoshetal,2012)。成本效果分析以自然单

位为基础,在考虑干预措施的共同效果时,估计每单位效果的增量成本,一般在干预政策效益时使

用。成本效果分析与成本效益分析的差别在于计量单位不同(分别为自然单位和货币单位),使用背

景也存在不同(Byford&Sefton,2003)。成本效用分析则是通过多指标转换进行比较和评价的分

析方法,该方法以效率定义为出发点,将相关多指标通过对比等方式转换为单一指标,通过单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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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心理健康效益。例如,将评估心理健康发病率(死亡率)得到的估计收益与预期寿命相乘,进而

得到心理健康质量效益的比较分析指标。该方法与后面阐述的成本结果分析方法在指标综合方面

具有一致性,但成本效用分析是基于指标转换的分析方法,不涉及综合评价等。成本结果分析是通

过多种特定量表(如生活质量、精神症状、社会参与)衡量多种结果,并通过统计综合评价方式,计算

不同方案的综合评价分值,进而得到最优方案的心理健康效益分析方法。成本最小化分析则是基于

多种心理健康治疗方法产生相同结果的假设,设定干预措施取得同等的效益,确定哪种干预措施与

较低的资源消耗有关,进而选择心理健康资源消耗最低的干预方案。不同国家(地区)会采取不同的

评价模式来评价心理健康效益,同时在评价模式选择中还存在路径依赖、心理健康配置方式、社会伦

理等方面因素的影响(Ferraz,2015)。例如,美国传统上使用的是成本效益分析方法,而英国则采用

成本效用分析和成本效果分析来指导心理健康资源配置。

四、心理健康与宏观经济的关系研究

心理健康与宏观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属于心理健康的宏观经济管理范畴,现有研究文献主要关

注宏观经济变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和心理健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
(一)宏观经济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现有文献重点研究了国民收入和经济波动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并分析了劳动者本人的社会经济

状况在这种影响中的机制。

1.国民收入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国民收入对心理健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从积极影响来

看,主要源于国民收入提高会使得人们生存和生活必需的满足程度得到更大程度的提高,进一步提

升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国民收入与人民自身的生存和需求发展密切相关,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与此同时,较高的国民收入为获得更好的教育、获取更好的营养和医疗

提供了更多机会。收入越高的人越有可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对自己的生活质量相对满意。从消极影

响来看,国民收入提升与闲暇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反向关系,闲暇时间的相对减少会增加心理健

康异常。收入提升伴随着工作质量和劳动者素质的提升,这也给劳动者造成一定的压力。高收入人

群往往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用于缓解心理压力的时间相对较少,导致抑郁症的患病率更高。

Huangetal(2020)基于2007—2017年间的面板数据,探讨了国民收入对不同类型心理健康的异质

性影响。国民收入的增加有利于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减少焦虑性障碍的患病率,但会增加抑郁症的

患病率。Jenkinsetal(2008)对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家庭进行调查发现,低收入和精神障碍之

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并且这种相关关系与债务和经济困难相关联。
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对心理健康有负向影响。国民收入不平等主要涉及社会公平性。

社会公平性的降低会对心理健康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Kahnetal(2000)发现较高的收入不平等增

加了心理和身体健康状况恶化的风险。Messiasetal(2011)以州为样本研究收入不平等和抑郁症之

间关系后发现,收入越不平等,抑郁症的发病率越高。在对人均收入、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口比例和65
岁以上人口比例进行调整后,该关系依然存在。Pateletal(2018)认为收入不平等和抑郁风险之间

存在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关系。Schneider(2016)对收入不平等与幸福联系的研究进行了批判性的

讨论,并为社会科学家提出了一些策略,以寻求收入不平等对主观福利影响的新见解。

2.经济波动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经济危机会对心理健康产生负向影响,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对

心理健康影响存在差异。Bartolletal(2014)研究了经济危机期间西班牙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结果表

明,在经济危机期间,男性(尤其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心理健康不佳导致的患病率增加,而妇女

心理健康状况不佳导致的患病率略有下降。Gilietal(2013)调查了在西班牙初级保健机构就诊患者

状况与经济衰退之间的关系。2010年的调查显示,与2006年危机前相比,情绪障碍、焦虑、躯体形态

障碍和酗酒等心理健康患者的比例显著增加。研究表明,2006—2010年经济危机期间,初级保健患

者中大多数类型的精神健康疾病(特别是抑郁症的患病率)大幅增加,失业和抵押贷款支付困难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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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风险因素。Katikireddietal(2012)评估了2008年经济衰退前后人们心理健康的短期差异,并探

讨了这些变化因性别、年龄和社会经济地位而存在差异的原因和方式。研究结果表明,在过去十年

中,社会经济不平等有增加的趋势,这种变化具有性别异质性。在经济衰退开始的两年内,男性的心

理健康状况恶化。Gudmundsdottiretal(2016)探讨了冰岛青少年在国民经济剧烈变化时期的长期

幸福趋势,并确定哪些群体在经济危机中最脆弱和最具弹性。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0年间,即
使发生经济危机,青少年的幸福感仍增加5%,且与父母良好的关系可以保护青少年免受国家经济危

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Golbersteinetal(2019)在2001—2013年间的全国健康访谈调查中发现,
经济状况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临床和经济意义。随着经济的疲软,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逐渐

恶化;且针对情感问题的特殊教育服务也会增加。此外,信贷周期也会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Liet
al(2020)检验了信贷周期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了两者之间的传导渠道,发现信贷周期与幸

福感呈负相关;在不同的信贷期间,信贷周期与幸福感之间的传导渠道不同。

3.社会经济状况变化对不同劳动者心理健康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劳动者社会经济状况不佳

通常与高精神疾病发病率、更多的残疾和较差的卫生保健机会有关。Lorantetal(2003)进行荟萃分

析并评估了抑郁症与个人社会经济状况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状况不佳个体的抑郁风险

较高,但新发的概率低于持续性抑郁的概率。抑郁症患者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存在异质性,根据精神

障碍的测量方式、社会经济地位的定义和测量以及诸如地区和时间等背景特征的变化而不同。Ko-
steretal(2006)研究了社会经济状况与老年人抑郁发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低文化、低收入人群

发生抑郁症的危险显著高于其他人群。在老年人中,低社会经济地位会显著提高抑郁症的发病率。
此外,Lorantetal(2007)使用1992—1999年间比利时家庭的面板数据,采用全球抑郁量表评估抑

郁,结果表明,物质生活水平的降低与抑郁症的增加有关。
(二)心理健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心理健康状况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心理健康危机会对宏观经济变量和劳动生产

率产生影响,并造成一系列经济成本及其管理问题。

1.心理健康危机会对宏观经济变量产生影响。心理健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心理健康

对就业率、收入及产出等方面。首先,心理健康对就业率有影响。就业率是衡量精神疾病患者经济健

康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爱尔兰的一项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爱尔兰雇主认为患有精神疾病的雇员比

其他雇员更不可靠,超过50%的雇主认为雇用精神疾病的人风险更大(NESF,2007)。在经济困难时

期,对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来说,可能会进一步放大失业和心理健康污名的共同影响。Evans-Lackoetal
(2013)对27个欧盟国家的研究表明,在对精神疾病有更多污名化看法的国家,精神疾病患者更容易失

业。这种关系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更加重要,因为没有适当支持,精神病患者难以找到一份新工作。
在英国,精神障碍患者的失业率比普通人群高40%(Dewaetal,2007)。其次,心理健康对收入会产生

影响。Link(1982)通过分析来自华盛顿高地研究(theWashingtonHeightsstudy)的社区和门诊样本的

数据,研究患有精神疾病和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控制了疾病的严重程度后,精神疾病状态和收

入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Sharacetal(2010)通过对比是否经历过精神疾病病耻感的个体的收入发现,
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工资差异。Baldwin& Marcus(2006)比较分析1139名患有情绪障碍、精神病或焦

虑症的员工和66341名未患此类疾病的员工数据发现,对于所有类型的精神障碍患者,患有严重精神

疾病的工人明显拥有更低的工资。再次,心理健康将对产出造成负面影响。心理健康问题通过不就

业、旷工和出勤率影响经济产出(Layard,2016)。心理健康问题使人们更难在工作中表现出色。一

方面,有精神疾病的人更容易休病假。据统计,三分之一到一半的请假休息日可归因于精神疾病。
员工缺勤可能是由工作氛围造成,但至少80%的缺勤是由于潜在的心理健康问题使其无法应对工

作。另一方面,有精神疾病的人出勤时也表现出工作效率不高,当一个人患有精神疾病时,他的工作

效率会降低。与其他人的比较表明,由精神疾病引起的低效出勤所减少的产出至少和旷工一样多

(Layard,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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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心理健康疾病对劳动生产率具有负向影响。由于出现心理健康疾病,劳动者会消极工作,甚
至出现缺勤、旷工等情况,极大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快乐生产工人理论认为工人的幸福感的提高对

劳动生产率具有正向作用。然而,劳动生产率增长给工人福利造成的损害不可忽视。Ishametal
(2021)通过对快乐工人理论的系统梳理,并使用实地调查获得工人的样本数据进行实验研究发现,
工人的幸福感对劳动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且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其中,资源密集型产业起到关键

作用,即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幸福感对劳动生产率的积极作用更强。研究中也有证据表明,当企业

一味追求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时,员工的幸福感和长期的生产率都会受到影响。Berndtetal(2000)利
用全国性大型公司劳动生产率数据与雇员医疗索赔相关数据,研究了具有精神障碍员工与其他员工

在医疗保健使用和工作效率方面的差异。结果发现,在医疗保健方面,具有一种或者多种精神健康

疾病员工的费用支出显著高于其他员工,而生产效率显著低于其他员工;但是,被治愈员工的年平均

缺勤率和平均工作效率没有显著差异。Hiltonetal(2010)通过心理健康症状来评估员工的工作效

率,进而分析了心理健康状况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劳动生产率受到心理困扰水平的显

著影响。随着心理压力水平的增加,生产率会下降。

3.心理健康危机产生的经济成本及其管理问题不可小觑。国家和企业均需要针对心理健康

疾病设立相应的保障基金,进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成本,这些成本不仅包括费用支出,还包括时间

成本。Stewartetal(2003a)评估了抑郁症对美国劳动力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抑郁症患者

生产时间总量显著低于非抑郁症患者,且工作效率明显下降。根据研究数据测算,81%的生产时

间损失是由于抑郁症患者工作时效率下降造成的。其中,重度抑郁症患者失去的生产时间占到

48%。Stewartetal(2003b)使用AmericanProductivityAudit(APA)对28902名美国工人的随机

调查样本,研究了健康状况对企业和宏观经济所产生的成本。结果表明,在企业层面,与健康相关

的生产时间损失每年花费雇主2258亿美元(每年1685美元/员工),其中71%的员工体现为工作

表现下降。从宏观层面看,心理健康带来的经济成本因群体而异。女性的个人健康生产时间损失

高出30%;吸烟者的生产时间损失是不吸烟者的两倍;高需求、低控制工作的工人每周平均生产时

间损失最低,而低需求、高控制工作的工人每周平均生产时间损失最高。在宏观层面,与心理健康

有关的生产时间损失费用往往可以通过比较进行评估,但在微观层面很大程度上不可观测。

五、总结与启示

心理健康经济学的发展为国家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角度,注入了

新的活力。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任务非常紧迫。而我国心理健康经济学研究进展落后于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亟须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高效、有力的心理健康干预政策将会

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心理健康经济学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关

注,然而有针对性的文献还十分有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劳动者

提出了较大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影响深远,迫切需要进一步拓展和丰富我国心理健康经济学

研究。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未来研究的四个方向。
首先,劳动经济学研究应该持续向心理健康领域拓展。经济学特别是劳动经济学研究为劳动者

心理健康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研究基础。其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拓展:(1)劳动方式等对心理健

康的影响研究。未来可通过劳动需求和供给机制以及基于内部劳动市场模型的劳动方式特点,分析

劳动方式给劳动者心理健康带来的影响,研究企业对心理健康起到的作用及其机制等。(2)劳动方

式改变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要打破以往劳动方式以雇佣习惯为主体的思维,从改善劳动时长、
工作生活平衡等方面入手,改变雇佣习惯,并进一步研究这些劳动方式改变对劳动者心理健康的积

极作用。
其次,福利经济学研究需要向心理健康进一步深化。福利经济学致力于研究社会经济运行的目

标,实现社会经济运行目标所需的生产、交换、分配的最适度的条件等。福利经济学研究侧重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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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的最大化研究,但效用最大化并没有考虑人类福利的主观特征,特别是心理健康所带来的福利

效应。因此,基于福利经济学的心理健康研究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拓展:(1)如何评估心理健康带来

的经济学福利。心理健康等同样属于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内容,需要将其纳入社会福利的评估。(2)
心理健康的成本效应分析。这需要在福利经济学研究中,科学地分析满足心理健康福利需求,以及

积极应对消极的心理健康情绪所带来的成本,包括医疗成本和隐性的经济损失等。(3)心理健康资

源配置效率研究。福利经济学研究的分析工具主要涉及市场化的资源,其效应更多侧重货币化的计

量,未来需要进一步将与心理健康相关的资源配置效率纳入福利经济学中进行研究。
再次,将心理健康纳入宏观经济评价。在未来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把国民幸福作为宏观经济发

展目标的重要标准,把社会发展看作是促进社会福利的主要途径,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改革开

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巨大变化对国民心理健康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国民心理健康状况又深刻

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所以在未来研究中,需继续深化心理健康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联性研

究,特别是心理与公共健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最后,心理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和个体偏好的异质性同样值得心理健康经济学家进行深入

研究。心理健康保健技术不仅是干预心理危机的一种非常有效且方便、经济的服务形式,也是对心

理危机干预的一种重要途径,在处理心理应激和预防心理行为问题上发挥着积极作用,从经济学角

度看是一种高效率的方式。心理健康具有典型的个体偏好异质性,需要针对不同的偏好提供异质性

的心理健康保健技术。所以未来研究中,需要上述多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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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inghui HUANGZimei
(GuangzhouUniversity,Guangzhou,China)

  Abstract:Healtheconomicsisabranchofeconomics,andmentalhealtheconomicsisbecomingoneofthekeyfo-
cusareas.Basedonasystematicreviewoftherelevantliterature,thispaperprovidesacomprehensiveoverviewofthe
developmentofresearchonmentalhealtheconomics.Mentalhealtheconomicsfocusesonmentalhealthinthreemain
areas:laboreconomics,welfareeconomics,andmacroeconomics.Firstly,thearticledescribesrecentadvancesin
mentalhealthresearchinlaboreconomicsintermsoftheinfluencingfactors,effects,costanalysis,andinterventions
ofworkersmentalhealth.Secondly,itdescribesthelatestdevelopmentsin mentalhealthresearchin welfare
economicsintermsofmentalhealthwelfaremaximization,serviceresourceallocation,cost-benefitandintervention
analysis.Thirdly,itillustratescurrentresearchontherelationshipbetweenmentalhealthandmacroeconomicsin
termsofmentalhealthandnationalincome,economicconditions,andtheinducedeconomiccosteffects.Finally,the
articlediscussestheprospectsforfurtherresearch.

Keywords: MentalHealthEconomics;LaborEconomics;WelfareEconomics;CostAnalysis

(责任编辑:刘洪愧)
(校对:刘新波)

—841—


